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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
 

赵汀阳

人类根据未经证明的观念去创作制度和规则，进而决定人类命运，这是人

类最大的冒险。可以说，人文知识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知识。自然世界的创世可以

由科学或神学去解释，但文明世界的创世却尚未完成，因此不可能有定论。文明

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也许永远无法证明何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人类的冲突乃是人祸。

人类深陷于自我制造的各种冲突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

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这是人类一直未

能解决的最大问题。现代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博弈论已经对冲突问

题有着足够清楚的认识，可是——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还是无望解决冲突

问题？我愿意相信苏格拉底是对的：无人自愿犯错。可是为什么人们仍然错误地

选择了冲突？合理的解释是，现代知识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缺陷。

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而最大错误是把自私合法化。冲突并非因

为自私而是因为贪婪，贪婪就是所谓利益最大化。自私是自然天成，贪婪却是文

化造就。现代个体主义承认自私的自然性，这没有问题，但把自私合理化，却制

造了一个错误的文化事实。被确认为正当的自私必定膨胀为贪婪，因为理性化的

自私反而是非理性的。人类的贪婪已经威胁到自然资源、社会安定和世界和平。贪

婪几乎解释了人类的全部悲剧。

现代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是大有疑问的（我指的是

从霍布斯、洛克、康德到韦伯、海耶克、罗尔斯以及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所使用的方法家族），虽多受批评而未被替代，因为尚无更好的方法论。经济学

家和政治学家们已经仔细解释了各种困境，诸如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

反公地悲剧、不稳定的权力均衡、靠不住的霸权、适得其反的制裁、遏制或干涉、无

计可施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文明冲突，等等。可是，如果对问题的清楚认识无法

推出对问题的有效解决，那又有什么用？显然，认识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描述的方法论不等于求解的方法论。求解问题的方法论之薄弱和不可靠正是现代

社会科学的缺陷，它使社会科学具有一种反讽性质：问题都清楚，就是没办法。

问题在于，当一切利益和价值以个人为准，排他利益至上，就在逻辑上拒

绝了解决冲突问题的可能性。种种困局令人烦恼的共点是：个体理性很难导致集

体理性。更坦率一些，应该说，个体理性的结果往往是集体非理性。我们有理由

疑心，个体主义游戏本身是错的，因为人们玩得越精明，情况就越糟，各种精

妙的个体主义策略都只能使人们在集体非理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根本原因在于

个体主义思维是单边主义的，由单边主义视野所规定的个人理性一心追求排他

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因此必定导致他者不合作，所以总是事与愿违。这是个体主

义的宿命或逻辑。

问题总是源于起点。霍布斯以人人冲突的自然状态作为起点，这使得从冲突

到合作的进化成为一个类似“无中生有”的难题。从霍布斯到罗尔斯的种种令人

赞叹的解法都弱于自私的力量而无法阻止冲突卷土重来。荀子对初始状态有不同

理解。荀子相信，个人无法独力生存，因此，初始状态必定是社会合作状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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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配不公才导致了冲突。这是个荀子悖论：合作是每个人之所需，可也是形

成冲突的原因。霍布斯的冲突是无解的，因为自私人性不可改变；而荀子的冲突

是可解的，因为关系可以改变。最重要的是，荀子发现了希望所在：即使在冲突

的环境中，也至少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不可还原的合作，这才是合作得以进化

的坚强基因。就是说，合作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只能由少到多。可以想象，有合

作基因的社会科学比以冲突为基因的社会科学更能促进合作。

我想讨论一种由儒家思想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或许有助于

求解冲突问题。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作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和价值观

思考重心不在个体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优先确保关系安全和

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求开拓更大的

可能利益和幸福。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伦理主张，还不如说是另一种

更为合理、更有远见的理性计算方法。孔子相信利益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结合

点。假如孔子听说了“存在推不出价值”的休谟理论，他会同意，但他可能会补

充说，价值能够推出最好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就是试图发现

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更合理的理性概念，以中间人视野的关

系理性去代替单边主义的个人理性。

我想通过一个“普遍模仿测试”游戏来说明关系理性的重要性。假定人人都

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会模仿别人更成功的策略，于是，任何能占他人

便宜的策略都将很快失去优势。当人们用尽并互相学会所有的博弈高招，就会出

现“集体黔驴技穷”的策略对称均衡。问题是，被普遍模仿的最得力策略有可能

人人得益也可能人人受损。我们的检验标准是“无报应性”：如果一个策略被普

遍模仿而形成作法自毙的反身报应，它就是经不起普遍模仿的失败策略，或者

说，如果一个策略被普遍模仿而自取其祸，就被证明是坏策略。

显然，只有关系理性策略不会作法自毙并使各方满意，因此经得起普遍模

仿检验。可以这样解释：关系理性优先考虑的是最优相互关系而不是最优单边策

略，这意味着优先考虑的是互相伤害最小化然后才是排他利益最大化，这才是

最强的风险规避。只有在互相伤害最小化的条件下，自身利益才更为可靠。关系

安全（互相伤害最小化）和关系利益（互助和协作）是每个人的可及利益的限

度和必要条件。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冲突问题，也就永远处

于风险之中，难免自取其祸，这反而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即使求助于公平规则

个人主义也仍然不可能增进幸福。可以考虑“分蛋糕”的老故事。按照个人理性

最优分法是“我切你挑”，这是最公平的。可是从关系理性来看，公平是不够的

情义更重要，更好的分法把较大的分给更迫切需要或更应该照顾的人。这种处理

方式在合理的利益分配之外还创造了合情的人心交换，因此更可能成为和平和

合作的可靠基础。无论在风险规避上还是在长期回报上，关系理性都比个人理性

更为理性。

不过现代个体主义已经制度化而积重难返，它有两个方面迎合了人们的贪

婪：一是创作了政治上的独立个人并且划定了种种似是而非的“个人政治边

界”，以人权为名推卸人义而使人们互相疏远，为保卫权利而神经过敏；二是

对排他利益最大化进行无理的合法化，而排他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侵略性的，

因此增加并深化了本无必要的敌意和冲突。回归失去的美德并不现实，但发展一

种害处最小的理性思维来替换个体主义却是可能的。与“强者无敌”的现代信条

相反，孟子“仁者无敌”观点可能是对的，其秘密在于，仁者更安全，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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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败了一切敌人，而是因为他没有敌人。我相信，关系主义是对理性更深刻的

理解：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试图以更为审慎的眼界去寻找更为合情合理的解法以克

服多元世界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精神和利益冲突。只有以关系为准才能更好地定义

和解释普遍价值和理性选择。关系主义的基础是共在存在论，它不同于一般存在

论。有关存在的一切难题，无论冲突和合作、战争与和平，还是幸福和不幸，都

只能在共在之中去解决。所以我愿意说，共在先于存在，更好的关系创造更好的

存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儒家首先追问的是最优关系。

在建构现代的意义上，启蒙早已结束，但康德希望“摆脱人类自陷其中的

不成熟状态”的启蒙目标却尚未完成。如果理性不能创造和谐而相反加深了敌意

理性就仍然有缺陷；如果理性增强了互相伤害，却不能增进互相信任和幸福，

理性就仍然可疑；如果人以理性之名而选择了作法自毙的行为，就仍然不成熟。

因此我们需要深化启蒙。个人理性制造问题，交往理性谈论问题，而关系理性将

解决问题。于是，深度启蒙需要以关系理性去改进理性的概念，去建立为共在而

不仅仅为存在着想的理性。人类既需要“敢于求知”也需要“乐意分享”。可以

说，深度启蒙试图以理性的理由去复兴被现代所贬值的根本价值，真、善、美、正

义、和谐。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先改变世界观，而世界将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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